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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代诠释焦虑下的“文献”应对

———以“傅山之叹”的生成与改写为例

孙 旭 枫

　 　 内容摘要:明清鼎革引起的认同危机促使清初士人从有类似处境的

元初儒士那里寻找自我诠释的历史资源,“许衡、刘因论”是其中的经典

题目。 傅山家训以刘因作为自身形象的反比拟,彰明其以文化认同为核

心的用世态度,是“傅山之叹”的初始语境。 后经全祖望所撰传记文《阳
曲傅先生事略》的剪裁,挪置于傅山进京的不仕宣告中。 由台北故宫博

物院藏清史馆未刊传稿可知,缪荃孙等人在清史编纂三易其稿的过程中

补入“许衡”二字,将“傅山之叹”最终推向政治实践的诠释维度。 此则言

论材料从家训语录(子部文献)到传记文(集部文献)再到史稿、史传(史
部文献)的“旅行”历程,不仅绘制出有清一代不同时期易代想象及其表

征———遗民认同的衍变轨迹,还生动呈现了“文”(文本)与“献”(人物)
之间的互动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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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中华书局点校本《清史稿·傅山传》中一段关于傅山(1607—1684)
晚年出处的故事与言论材料,多见引用:

康熙十七年,诏举鸿博,给事中李宗孔荐,固辞。 有司强迫,至令

役夫舁其床以行。 至京师二十里,誓死不入。 大学士冯溥首过之,公
卿毕至,山卧床不具迎送礼。 魏象枢以老病上闻,诏免试,加内阁中

书以宠之。 冯溥强其入谢,使人舁以入,望见大清门,泪涔涔下,仆于

地。 魏象枢进曰:“止,止,是即谢矣!”翼日归,溥以下皆出城送之。
山叹曰:“今而后其脱然无累哉!”既而曰:“使后世或妄以许衡、刘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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辈贤我,且死不瞑目矣!”闻者咋舌。①

傅山,字青主,山西阳曲人,明末诸生,入清不仕。 《清史稿》此段叙写康

熙年间傅山被迫进京应举鸿博,以老病为由固辞,放还。 他庆幸于保全志

节而深致慨叹“今而后其脱然无累哉”,尚属就事论事,不难理解;接着却

叹道“使后世或妄以许衡、刘因辈贤我,且死不瞑目矣”。 傅山为何突然

提及元初大儒许衡与刘因? 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?
许衡(1209—1281),字仲平,号鲁斋,谥文正;刘因(1249—1293),字

梦吉,号静修,谥文靖。 二人同为元初北方大儒,元代前期就已被世人相

提并论,至元末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·征聘》,这种并列而论更被演绎为

奇闻轶事而广泛流传:“中书左丞魏国文正公鲁斋许先生衡,中统元年,
应召赴都日,道谒文靖公静修刘先生因,谓曰:‘公一聘而起,毋乃太速

乎?’答曰:‘不如此,则道不行。’至元二十年,征刘先生至,以为赞善大

夫,未几,辞去。 又召为集贤学士,复以疾辞。 或问之,乃曰:‘不如此,则
道不尊。’”②今存记载未见许、刘二人有直接的交集与相互评论,这则故

事的可信度微乎其微③。 不过,“许衡、刘因论”从此津津于文人学士的话

头笔端,后世比较许衡、刘因亦复多从“行道”(出)与“尊道”(处)等关涉

势道纠葛的问题谈起。 至于二人之一致性,除了同为北人、皆有崇高的儒

学地位外,他们或长或短的出仕元朝的经历是二人可被连类称述的重要

话题。 且不说许衡之进退无恒,在当时已为世人所议④,即使刘因以“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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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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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卷五〇一《遗逸二》,中华书局,1977 年,第 13855—13856 页。
陶宗仪撰,李梦生校点: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 年,第 20 页。
关于刘因论许衡的专题研究,主要有张帆:《〈退斋记〉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———
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》,《历史研究》2005 年第 3 期,第 69—84 页。 关于元代

的许衡、刘因论,有晏选军:《元初北方理学流衍与士人遭际———以许衡、刘因比较

研究为代表》,《宁波大学学报(人文科学版)》 2004 年第 6 期,第 15—20 页;魏崇

武:《〈南村辍耕录·征聘〉辨析》,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编:《中国

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9 年,第
883—893 页。 关于清初的许衡、刘因论,则有赵园:《论许衡、刘因》,《明清之际士

大夫研究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 年,第 279—288 页;桂涛:《“元初—清初”的历

史想象与清初北方士人对清朝入主的认识:以孙奇逢为中心的考察》,《清史研究》
2013 年第 3 期,第 62—72 页。
参见魏崇武:《许衡〈与窦先生书〉考论》,《文献》2008 年第 2 期,第 124—131 页。



仕”闻名,确也曾短暂应召而起①。 后人(尤其是明人)对许衡、刘因仕元

颇多訾议②,由此联系起《清史稿·傅山传》所述,傅山被迫应举鸿博而时

有出仕失身的风险,他呼吁后人不可将自己比拟为许衡、刘因,正是就二

人“不当仕元”而言③,意图标举自家“不当仕清”的遗民姿态。
那么这就是傅山想要表达的意思吗? 答案并非如此简单。 实际上,

《清史稿》“傅山之叹”存在一个制造的过程,嵌套了不同性质的文献,经
历了数重改写。 由近及远地说,全祖望《阳曲傅先生事略》是《清史稿·
傅山传》的直接史料来源,其“傅山之叹”虽也发生在傅山进京,却仅有

“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”,并无“许衡”二字。 没有“许衡”与“刘因”的

并列,此句的诠释便难以清楚无疑地指向“不当仕元”的维度。 更深一层

的改写也当呼之而出———“傅山之叹”实为全祖望《阳曲傅先生事略》裁

截傅山家训,挪置于傅山进京的故事当中的。 若以此追究傅山之心,未免

厚诬于他④。 可见《清史稿》所载的傅山与全祖望笔下的傅山以及傅山自

道的傅山,不是同一个傅山,这些形象共同凝定为世人想象的明遗民傅

山⑤。 而“傅山之叹”由家训(子部文献)到传记文(集部文献)再到史稿、
史传文(史部文献)的生成与改写过程,含蕴着不同维度、不同时期、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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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至元十有九年,朝政更新,有诏征起先生于家,擢拜承德郎、右赞善大夫。 初,裕皇

建学宫中,命赞善王公恂教近侍子弟,恂卒,继者难其人,乃以先生嗣其教事。 未

几,母感风疾,即日辞归。”(苏天爵著,陈高华、孟繁清点校:《滋溪文稿》卷八《静修

先生刘公墓表》,中华书局,1997 年,第 112 页)
清初南北诸儒对仕元诸儒的批评锋芒所向主要还是在许衡一人,讥讽许衡的多,捎
带刘因的少。 详参赵园:《论许衡、刘因》,《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》,第 279—288 页。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明刘教《正思斋杂记》一书“取《伊洛渊源续录》之说,诋许衡、刘
因不当仕元,尤明人偏驳之见” (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二七《杂家类存目

四》,中华书局,1965 年,第 1096 页)。
譬如“刘因的短暂出仕,又从相反角度受到了后代‘遗民’的批评。 清初大儒傅山

被官府强行遣送入京,
 

坚辞不肯受职,获得放还,对人说:‘使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

我,且死不瞑目矣。’刘因如果在九泉之下听到上述评价,恐怕才会真正‘死不瞑

目’吧!”(张帆:《〈退斋记〉 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———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

斑》,《历史研究》2005 年第 3 期,第 84 页)
本文主要从分类学角度使用遗民概念。 而关于这一概念的反思,详参洪丽珠:《何

为遗民———宋元以降夷夏视阈下的易代士人研究》,《四川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

学版)》2019 年第 3 期,第 151—159 页。



个体围绕“易代士人”或“易代”话题本身的诠释焦虑。

一、无所著述的独善者:家训文献的自我辨析

如前所述,傅山进京故事中面向新朝官僚的公开宣告原是全祖望裁

截其家训中的言说而来。 在傅山家训的具体语境中,傅山本为训诫子侄

须趁“精神健旺之会”专心读书记诵,念及此处,他不禁回忆起自己二十

岁左右超常的记忆力,随后引出真正想说的事情:
然如此能记时,亦不过五六年耳。 出卅则减五六,四十则减去九

分,随看随忘,如隔世事矣。 自恨以彼资性,不曾闭门十年读经史,致
令著述之志不能畅快。 值今变乱,构书无复力量,间遇之,涉猎之耳。
兼以忧抑仓皇,蒿目世变,强颜俯首为蠹鱼,终此天年。 火藏焰腾,又
恨呫哔大坏人筋骨,关强跃马,呜呼已矣! 或复劝我著述。 著述须一

副坚贞雄迈心力,始克纵横。 我萧瑟极矣。 虽曰虞卿以穷愁著书,然
虞卿之愁可以著书解者,我之愁,郭瑀之愁也,著书无时亦无地。 或

有遗编残句,后之人诬以刘因辈贤我,我目几时瞑也! 尔辈努力,自
爱其资,读书尚友,以待笔性老成、见识坚定之时,成吾著述之志不难

也。 除经书外,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、《离

骚》、《庄子》、《管子》,皆须细读。 其余任其性之所喜者,略之而已。
廿一史,吾已尝言之矣:《金》、《辽》、《元》三书列之载记,不得作正

史读也。①

傅山家训的言说对象乃其子侄傅眉、傅仁二人,而非《清史稿》中的新朝

官僚。 傅仁逝世于康熙十三年(1674),享年三十六岁。 傅山进京的背

景———博学鸿词科举行于四年后的康熙十七年,《清史稿》中的“傅山之

叹”则发生在次年三月的特科考试后。 可知此篇家训之作(不晚于康熙

十三年)远早于傅山进京,此时傅山没有被迫出仕新朝的风险。 而且在

元代前期的三位大儒中,许衡、吴澄二人显然要比刘因更加适合承担“不

当仕元”的指责,傅山家训本身没有讥讽刘因仕元的必要性与迫切性。
至于“后之人诬以刘因辈贤我”一句,在家训的言说中是指傅山自认与刘

因既有截然之别又有相近之处,更多出于一种自我辨析的心理需求。 同

时代人是否有以刘因比拟傅山的,今已不得而知,如此声明可能是为预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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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傅山:《傅山全书》卷三一《训子侄》,山西人民出版社,2016 年,第 2 册,第 243—244
页。



截断这种类比的产生。 结合傅山、刘因二人的生平行实,似又可以呼应这

种“似是而非”。 元人杨俊民《静修先生祠堂记》云:“近年学者,追述(刘

因)范世之功,请列从祀,累章不报。 议者谓:于经无所著述。 嗟夫! 先

生诗文无非六籍笺注,惟善读者知之。 先师子安子曰:‘吾每阅一过,于
经必有新得。’彼第以诗文视之,何啻千里! 初谥文靖,后欲改如许文正

之例,执政者曰:‘渠安得侪许? 渠务独善者尔。’是乌知先生之志哉?”①

可见关于刘因能否与许衡并列的争议在元代中期就已产生,反对者的理

由集中在“著述”与“独善”,而傅山家训恰也是在这两个方面展开自我辨

析的。
著述的焦虑始终伴随着傅山,其本质是自我被如何诠释的焦虑。 傅

山十分清楚,附丽在零碎短篇杂著与诗文之上的思想与观点必然支离破

碎,误读与诬谤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。 傅山其人博综经史诸子释道之学,
兼通诗文书画金石方技之艺,后世虽已十分熟悉傅山、刘因二人的核心分

歧在学术理路:傅山批判理学、提倡存真去伪的学术理路,与刘因以理学

名家、严厉批评“老氏之术”与“老氏之退”②相抵牾。 傅山颇尚老庄,主
张援道入儒,面对向他问学的人,自称“学庄、列者也”③,甚至一度做过道

士,号为“朱衣道人”“酒肉道人”———从这些称名也可看出他不是真心求

仙问道。 然而,处在历史现场的傅山未必天然具有这种后见之明,他的担

忧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此篇家训意在提点傅眉、傅仁二人从读书到著述的

阶段积累,多次强调自己的“著述之志”,明确所谓“著述”不是单篇别行

的诗文篇什,而是经史学问的专家著作。 不幸的是,素来怀抱“著述之

志”的傅山最终和刘因一样,皆无“著述”传世④。 傅山早先虽曾撰写过

一部名为《性史》的著作,却在将要完稿之际因乱遗失,家训中“遗编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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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俊民:《静修先生祠堂记》,刘因著,商聚德点校:《刘因集》附录二《传记资料》,人
民出版社,2017 年,第 511 页。
刘因著,商聚德点校:《刘因集》卷十《退斋记》,第 181—183 页。
全祖望:《鲒埼亭集内编》卷二六《阳曲傅先生事略》,朱铸禹汇校集注:《全祖望集

汇校集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 年,第 480 页。
刘因曾编选《四书集义精要》,今存二十八卷,辑录朱熹《四书集义》中比较重要的

观点,然此书非属“著述”之类。 刘因的著作情况,详参商聚德:《刘因评传》,南京

大学出版社,1996 年,第 43—44 页。



句”的感慨或即缘此①。 傅山对其诗文创作的处理态度更是随写随弃、家
不留稿。 同时代仅有其好友戴廷栻(1618—1691)编《晋四人诗》收其诗

作,直到乾隆年间才有同乡张耀先辑刻其别集《霜红龛集》十二卷。 现今

流传较广、稍具规模的宣统三年(1911)丁宝铨刻本《霜红龛集》四十卷,
乃是傅山身后两百余年,时任山西巡抚丁宝铨主持并邀请著名学者缪荃

孙(1844—1919)、罗振玉(1866—1940)等人参订整理而成。 饶是如此,
通过继续搜集整理,1991 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傅山全书》初版字

数“相当于《霜红龛集》的十多倍”②。
傅山批判理学的旨趣,非是针对刘因一人,其《廿一史批注》针对宋

元理学诸儒———特别是曾经仕元的姚枢、窦默、许衡、吴澄等人的批评姿

态皆十分不逊。 北方儒者的关系网络反倒可能影响了他批判刘因的锋

芒,白谦慎指出,除山西本省文人外,傅山与以孙奇逢(1584—1675)为首

的河北儒士圈过从甚密③。 孙氏门人魏一鳌(约 1616—1692)任官山西

期间给予傅山经济资助与政治庇护,孙、魏二人既是刘因的同乡(其乡贯

在清代皆属直隶保定府),同时又极为推尊刘因其人、其学,“以其乡之先

民刘静修因为典刑”④。 傅山家训单独拎出刘因作为自我的反比拟,恰恰

反映出他承认刘因是一位值得辨析的对象,承认刘因之于北方儒学传承

谱系的重要地位。 顺治十三年(1656)魏一鳌辞官还乡,傅山书写行草十

二条屏赠别,委婉而真率地表达自己如何看待刘因:
吾虞静修之以礼法绳道人,然道人勿顾也。 静修无志用世者也,

讲学吟诗而已矣。 道人方将似尚有志用世,世难用而酒以用之,然又

近于韬精,谁知之? 言则亦可以谢罪于静修矣,然而得罪于酒。 酒也

者,真醇之液也,真不容伪,醇不容糅,即静修恶沉湎,岂得并真醇而

斥之? 吾既取静修始末而论辨之,颇发先贤之蒙。 静修,金人也,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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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贫道昔编《性史》,深论孝友之理,于古今常变多所发明,取廿一史应在孝友传而

不入者,与在孝友传而不足为经者,兼以近代所闻见者,去取轩轾之,二年而稿几

完。 遭乱失矣。 间有其说存之故纸者,友人家或有一二条,亦一斑也。 然皆反常之

论。 不存此书者,天也。”(傅山:《傅山全书》卷三一《文训》,第 2 册,第 244 页)
傅山:《傅山全书》,第 1 册,《初版前言》(尹协理作)第 2 页。
详参白谦慎:《傅山的交往和应酬: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

版社,2016 年,第 42 页。
傅山:《傅山全书》卷三三《赠魏一鳌行草十二条屏》,第 2 册,第 292 页。



宋人也。 先贤区区于《渡江》一赋求之,即静修亦当笑之。 静修之诗

多惊道人之酒。 道人亦学诗,当诵之。①

清初江南遗民群体流连“南宋—晚明”的历史想象,加之迫切伸张华夷之

辨,因而关于北方仕元诸儒大多持论严峻,惟刘宗周蕺山一派之论列稍显

平允②。 傅山持守夷夏立场,对待刘因的情感态度虽与同为北人的孙奇

逢有所差异,却也和江南的论者并不同调。 傅山认为,刘因家族世代为金

人,其《渡江赋》立足金元北方立场,鼓吹征服南宋、合一中国,没有不妥,
据此指责刘因仕元与幸宋之亡,更属可笑。 在他看来,刘因本就是一位

“无志用世”“讲学吟诗”的“独善者”而已,不应以华夷认同的标准绳墨

之,而这一点正是傅山想要和刘因彻底划清界限的地方。
明亡以前,傅山已因屡试不中而绝意仕进,然而不出仕未必意味着不

用世,傅山显然不愿在讲学吟诗中抛掷岁月。 他为好友戴廷栻的文集作

序,言及此处不免惆怅道:“自袁师(即袁继咸)倡道太原,晋士咸勉励文

章气节,因时取济。 忽忽三十年,风景不殊,师友云亡,忆昔从游之盛,邈
不可得。 余与枫仲(即戴廷栻),穷愁著书,浮沉人间,电光泡影,后岁知

几何? 而仅以诗文自见。 吾两人有愧于袁门。”③袁继咸(1593—1646),
字季通,江西宜春人。 崇祯七年(1634)任山西提学,在职期间修复太原

三立书院,傅山与戴廷栻当时皆在学就读。 傅山以“袁门”自居的理由还

不止于此,他极为服膺、激赏袁继咸的节义:崇祯末年,袁继咸驻九江,总
督湖广、江西等处军务,南明弘光朝廷败亡后,为左梦庚劫持入清,押解囚

于北京,抗节不屈而死。 傅山所认可之节义,其内涵不同于单讲忠君而不

辨华夷的部分理学信徒,他说:“自宋末入元百年间,无一个出头地人,号
为贤者,不过依傍程朱皮毛蒙袂,侈口居为道学先生,以自位置。 至于华

夷君臣之辨,一切置之不论,尚便便言圣人《春秋》之义,真令人齿冷……
元既亡而我明兴,尽有抵死不肯屈仕之人,岂可谓不知食人之食、死人之

事之义者? 然而人为狗死,可谓知人禽之辨哉? 既失其身,不得不然。”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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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山:《傅山全书》卷三三《赠魏一鳌行草十二条屏》,第 2 册,第 292—293 页。
详参赵园:《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》,第 279—284 页。
傅山:《傅山全书》卷二十《叙枫林一枝》,第 2 册,第 37 页。
傅山:《傅山全书》卷四二《道学先生》,第 3 册,第 243 页。



为此他甚至否认元遗民作为遗民的资格,只因其人皆不问“其君何君”①,
至于明初那些殉节者更是“人为狗死”,不值得同情。

傅山原是想要有所作为的人,然当此乱世,仅能以虞卿“穷愁著书”
为己作注②。 傅山家训在这则典故上加以发挥,自表心迹,表面讲的是著

述,实际关注的却是个体在翻覆变局中的用世态度。 家训设置了两组人

物对比,彼此间有着共通的对应关系:傅山自比十六国时期著名学者郭

瑀,而刘因和虞卿则另属一类人物。 郭瑀字元瑜,敦煌(今属甘肃)人,起
先前凉国主张天锡遣使以“九服分为狄场,二都尽为戎穴”等情由劝他出

仕,郭瑀以“逃禄”不出。 后来汉人政权前凉为氐人政权前秦所灭,苻坚

再征之,郭瑀拒不应召。 “及苻氏之末,略阳王穆起兵酒泉,以应张大豫

(引者按,即张天锡之子),遣使招瑀。 瑀叹曰:‘临河救溺,不卜命之短

长;脉病三年,不豫绝其餐馈;鲁连在赵,义不结舌,况人将左袵而不救

之!’乃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,运粟三万石,东应王穆。 穆以瑀为太府左

长史、军师将军。 虽居元佐,而口咏黄老,冀功成世定,追伯成之踪。”③郭

瑀用世的结局没能如其所愿,不久王穆与索嘏内讧,彼此攻伐,郭瑀因此

“饮气而卒”。 面对张氏政权的两次征召,郭瑀先前之逃原是欲为隐者逸

世,其后之应乃感于夷夏变乱而毅然担当起“出头地人”、走向无可避免

的悲剧结局。 傅山自况“我之愁,郭瑀之愁也”,似乎也将自己想象成这

样一位宿命式的悲剧英雄,而作为对照组的虞卿“穷愁著书”与刘因“讲

学吟诗”,他们的穷愁不过是个人的失路。
要言之,傅山家训作为“傅山之叹”的原初语境,没有就刘因进退出

处特加发挥的强指向性,且傅山对刘因仕元亦无异议。 傅山呼吁后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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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薛文清公云:‘许鲁斋无时不以致其君尧舜为心。’此语极可笑。 ‘学者当谨察象

占。’此语极没要紧。 其君何君也? 象占何用也?”(傅山:《傅山全书》卷四二《薛瑄

语》,第 3 册,第 248 页)
“虞卿既以魏齐之故,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,与魏齐间行,卒去赵,困于梁。 魏齐已

死,不得意,乃著书,上采《春秋》,下观近世,曰《节义》、《称号》、《揣摩》、《政谋》,
凡八篇。 以刺讥国家得失,世传之曰《虞氏春秋》。 太史公曰:‘ ……虞卿料事揣

情,为赵画策,何其工也! 及不忍魏齐,卒困于大梁,庸夫且知其不可,况贤人乎?
然虞卿非穷愁,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。’” (司马迁撰,裴骃集解,司马贞索

隐,张守节正义:《史记》卷七六《平原君虞卿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4 年,第 2886 页)
房玄龄等:《晋书》卷九四《郭瑀传》,中华书局,1974 年,第 2454—2455 页。



可将自己与刘因相比拟,乃其自我辨析的手段,着意辩白自家遭逢乱世而

不能有所作为、“仅以诗文自见”的悲剧宿命,而他自比为郭瑀,意欲彰明

其以“夷夏大防”为核心的文化认同。 虽然“明朝开国君臣对于蒙元王朝

常怀感念之情”①,然自洪武十八年(1385) 明太祖朱元璋颁布御制《大

诰》示天下曰“初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国,大抵多用夷法,典章疏阔,上下无

等”②,借由相关善书文献的编纂向全国推广、敕令士庶诵读③,“夷夏之

辨”遂成为明代士庶从启蒙开始就接受的王朝政权合法性叙事,故而明

遗民之中常见此类论述。 而在具体表达上,共通观念内核驱动下的那些

亟须辨析的私域诉求,即身处易代的自我(而非群体)如何被诠释、如何

被理解的焦虑,才是“傅山之叹”在家训文献中所呈现的初始形态的决定

因素。

二、从忘世者到用世者:传记文献的话语挪置

全祖望(1705—1755),字绍衣,号谢山,浙江鄞县(今属宁波)人。 乾

隆元年(1736)进士及第,选为翰林院庶吉士,“二年,散馆,置之最下等,
归班以知县用,遂不复出”④。 其《阳曲傅先生事略》(以下简称《事略》)
将“使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”一句从傅山家训挪置于傅山进京的叙事

设计,是制造“傅山之叹”的关键一环:
戊午,天子有大科之命,给事中李宗孔、刘沛先以先生荐,时先生

年七十有四,而眉以病先卒,固辞,有司不可。 先生称疾,有司乃令役

夫舁其床以行,二孙侍。 既至京师三十里,以死拒,不入城。 于是益

都冯公首过之,公卿毕至。 先生卧床不具迎送礼。 蔚州魏公乃以其

老病上闻,诏免试,许放还山。 时征士中报罢而年老者,恩赐以官。
益都密请以先生与杜征君紫峰虽皆未豫试,然人望也,于是亦特加中

书舍人以宠之。 益都乃诣先生曰:“恩命出自格外,虽病,其为我强

入一谢。”先生不可。 益都令其宾客百辈说之,遂称疾笃,乃使人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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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浦江:《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2014 年第 3 期,第 82 页。
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七六“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己丑”条,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,
1962 年,第 2665 页。
详参[日]酒井忠夫著,刘岳兵等译:《中国善书研究(增补版)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0 年,第 47—52 页。
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一《全祖望传》,第 13186 页。



以入,望见午门,泪涔涔下。 益都强掖之使谢,则仆于地。 蔚州进曰:
“止,止,是即谢矣。”次日遽归,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。 先生叹曰:
“自今以还,其脱然无累哉?”既而又曰:“使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,
且死不瞑目矣。”闻者咋舌。①

传记文不妨是作者个人兴趣与观念的展演,其中常常富于细节的刻画。
《事略》中大学士冯溥的活跃为整个故事增添许多戏剧性,而傅山不久前

还是被人强拽摔倒在地、泪涔涔下的可怜老人,隔天就发表一番令闻者咋

舌的悖妄言论,这样的设计与转折不免显得有些突兀。 实际上,傅山在康

熙十八年(1679)三月博学鸿词科试后即启程返乡,而授中书舍人事在五

月十七日②。 全祖望的传记文写作不太以历史真实为终极追求,而是优

先服务于他的观念世界,使他不惮以违背事实、截断时空的方式编排文

本。 在这一点上,他似是有意继承黄宗羲“叙事须有风韵,不可担板”③的

作法,以传奇为传记,“精神生动” 之余,难免“冗蔓” “复沓” “不中律

度”④。 关注“故国忠义”始终是全祖望撰写遗民传记的旨趣所在,作为

忠义话题的大关节———传主的出处进退便不得不提,《事略》的编排亦不

出此例。 当傅山对子侄的私下训诫被全祖望转换为面向新朝官僚的公开

宣告,讨论的话题也同时转移到攸关遗民节义的出处进退问题上。 前已

提及,若要讨论“仕”与“不仕”的问题,倒不如援引与刘因活跃在同一时

期、同为北方大儒的许衡、姚枢、窦默、郝经诸人更加适合,而傅山关于这

几人的言论材料并不难裁截;那么,全祖望为何偏偏选择傅山关于刘因的

言论材料展开编排呢? 若要回答这个问题,需要旁征于全祖望之刘因论,
寻找解释的蛛丝马迹。

全祖望和傅山一样,对于刘因仕元抱持较为通达的态度,其《书文靖

退斋记后》云:“许文正、刘文靖,元北方两大儒也,文正仕元,而文靖则

否。 以予考之,两先生皆非宋人,仕元无害。”又作《书文靖渡江赋后》云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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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许文正与文靖皆元人也,其仕元又何害?”①即便是许衡,全祖望也能给

予同情之理解,并深致慨于“知君子用世之难”②。 全祖望的“许衡、刘因

论”在清代前、中期的江南学术圈独树一帜:将北方学术视作铁板一块是

明末清初南方诸儒的惯习,黄宗羲初编《元儒学案》便附刘因于许衡之

后,合称“北方学案”,如此使得元代北方学术相比于南方诸派的纷繁显

得几乎没有进展与成就;直到全祖望以调和门户的姿态重新修订,才有今

本《鲁斋学案》与《静修学案》的分立与刘因“别为一派”的规模③。
然而,进一步讨论刘因不仕的原因时,全祖望与傅山有了本质性的分

歧。 正如全祖望《书文靖渡江赋后》所言:“文正仕元,文靖则否,何也?
文靖盖知元之不足有为也,其建国规模无可取者,故洁身而退,不然,文靖

已受集贤之命,非竟不欲出者。”同傅山称刘因“无志用世”正好相反,全
祖望断然否认刘因是“竟不欲出者”与“忘世者”,“文靖岂忘世者! 特厄

于其时耳”。 所谓“知元之不足有为”与“特厄于其时”指的是刘因短暂仕

元之时,值元世祖朝中汉法派与理财派之间政争正酣,刘因“对这次短暂

出仕的感觉很坏”④,遂坚定了不仕的决心。 这一系列表述则与黄宗羲的

看法一脉相承,黄宗羲初编《元儒学案》在纂辑刘因传记之后,以“静修文

集”标目,收录了刘因《上宰相书》一文,不同于《宋元学案》惯常的学术观

点摘录,这则材料主要是刘因对所以不仕的自陈:
因生四十三年,未尝效尺寸之力,以报国家养育生成之德,而恩

命连至,尚敢偃蹇不出,贪高尚之名以自媚,而得罪于圣门中庸之教

哉? 且因之立心,自幼及长,未尝一日敢为崖岸卓绝、甚高难继之行,
平昔交友,苟有一日之雅,皆知因之心者也。 但或得之传闻,不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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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两文皆附录于黄宗羲撰,黄百家辑,全祖望修定,王梓材等校定:《宋元学案》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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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鲁斋学案》王梓材案语曰:“是卷学案,梨洲本称《北方学案》,谢山定序录,改称

《鲁斋学案》,而以江汉先之,尝于《高平学案》取例焉。”《静修学案》全祖望案语曰:
“静修先生亦出江汉之传,又别为一派。 蕺山先生尝曰:‘静修颇近乎康节。’述《静

修学案》。”王梓材案语曰:“《静修传》,梨洲本附《北方学案》,谢山序录始别为《静

修学案》。”(《宋元学案》卷九十、卷九一,《黄宗羲全集》第 12 册,第 3377、3407 页)
张帆:《〈退斋记〉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———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》,《历史研

究》2005 年第 3 期,第 83 页。



实,止于踪迹之近似者观之,是以有隐士高人之目,惟阁下亦知因之

未尝以此自居也。 向者先储皇以赞善之命来召,即与使者偕行,再奉

旨令教学,亦即时应命。 后以老母中风,请还家省视,不幸弥留,竟遭

忧制,遂不复出,初岂有意于不仕邪?①

刘因此番表态当然因为写作对象的地位特殊而对于“建国规模”的评价

有所隐晦,但他自称未尝以“隐士高人”自居,明确自己“岂有意于不仕”,
可谓相当诚恳。 黄宗羲及其私淑门人全祖望通过如此特殊的编选形式,
显然是肯认了刘因的自述。 接着全祖望借由“取其集考之” “征之于诗”
的诗文互证法,认为刘因《渡江赋》的情感态度没有明显偏向宋、金、元三

朝任何一方,而是以其所见证之历史趋势“置身事外而言者也”。 这显然

投射了全祖望自己的易代想象:刘因的仕与不仕,不取决于自身抱持的反

对或支持新朝的政治态度,而在于现实政治运作是否清明,如果个人不能

有为于世道,无妨以“尊道”不出。 同样的观点在另文《书文靖退斋记后》
反复申言:“由文靖之言观之,则知苟非行道之时必不当出,亦不当择地

而居之。 盖立人之朝,即当行道,不仅以明道止。 不能行道而思明道,不
如居田间而明道之为愈也。”从这个角度解读,全祖望的“傅山之叹”选

择刘因作为傅山不仕宣告的参照对象,或有辨析傅山、刘因二人不仕缘

由之别的言外意。 康熙朝开设博学鸿词科的故事背景暗示着出仕以用

世的机会,至于具体施行上的缺陷则由大学士冯溥一人承担,借傅山之

口提醒读者:不要误会傅山是像刘因那般否定新朝“建国规模”而拒仕

不出,傅山作为遗民的身份认同更多来自他对于故国、故君的政治

忠诚。
元初大儒刘因的形象从讲学吟诗的忘世者(来自傅山的想象),摇身

变成厄于其时的用世者(来自全祖望的想象),这样的重塑缘于全祖望立

足新朝立场的遗民认同,进而落实到他的遗民书写。 《事略》以“青主盖

时时怀翟义之志者”②一语归结傅山的遗民本色。 汉平帝驾崩后,王莽摄

政,时任东郡太守的翟义起兵讨伐之,为王莽所败,身死族灭,班彪赞曰:
“当莽之起,盖乘天威,虽有贲育,奚益于敌? 义不量力,怀忠愤发,以陨

其宗,悲夫!”③不同的比拟投射出不同的观念与心态,翟义之诛王莽(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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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《宋元学案》卷九一《静修学案》,《黄宗羲全集》第 12 册,第 3408 页。
全祖望:《鲒埼亭集内编》卷二六,《全祖望集汇校集注》,第 482 页。
班固撰,颜师古注:《汉书》卷八四,中华书局,1962 年,第 3441 页。



祖望的傅山书写)与郭瑀之应王穆(傅山的自我书写),表面上都是为存

续故国而有所行动,其观念基础却不尽相同:前者出于君臣之义,后者多

为夷夏之防。 正如不少研究者指出的那样,全祖望论遗民“从不言夷夏

之防”,他所书写之故国忠义与遗民气节的衡量标准是“不事二姓”①。
在《书文靖渡江赋后》中,全祖望为刘因辩护称:“论者乃以夷夏之说绳

之,是不知天作之君之义也。 岂有身为元人,而自附于宋者? 真妄言

也。”这是全祖望少见的直接提及“夷夏”的言论,旗帜鲜明地表达反对夷

夏论说的立场。 全祖望所处的盛清时期,遗民话语展开方式已经悄然发

生改变,从以“夷夏”为驱动转向以“忠节”为核心,那些原本用来评价忠

义、殉节者的伦理概念逐渐被全祖望等新朝士人扩大化,从而被挪置到那

些活着的遗民身上②,遗民身份随之成为重建社会价值体系的观念基础

而为新朝所收编。
同一言论材料在两种不同文献形态间转换,使书写罅隙间的观念嬗

变得以突显。 相比于私域的家训、语录等,开放给士人阶层阅读的传记文

献更期待具有道德规训的社会价值。 傅山家训借刘因确定自身的位置,
《事略》则意在建构遗民群体作为政治身份的象征意义。 全祖望所谓“用

世”概念脱离了傅山所措意的夷夏变乱的文化伦理语境,转移到了以出

与处、行与藏为主的政治实践语境。 然其文本意义依然存在不确定性、不
彻底性,“傅山之叹”仍须借助诗文互证来解读,显示出书写者自觉向新

的政治认同趋近时所进行的心理调适,这一点只有在补入“许衡”之后才

能得到解决。

三、补入“许衡”:史传文献的确定性极化

无论是在傅山家训的原初语境,还是经过全祖望的挪置,“傅山之

叹”都没有提到“许衡”,那么“许衡” 二字又是如何出现在今本《清史

稿·傅山传》中的呢? 比勘《清史稿》③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国史馆

与民国清史馆的未刊传稿,可以确定“许衡”二字是在民国清史馆三易其

381

①

②

③

详参陈永明:《全祖望“素负民族气节”说平议》,《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

写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 年,第 263—276 页。
详参赵园:《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》,第 265—266 页。
中华书局点校本《清史稿》以关外二次本为工作底本,只要是和关外一次本、关内本

存在篇目、内容不同的地方,均会附注录出异文。



稿的过程中由编纂者刻意补入的①。
《清史稿》中顺治、康熙时期的列传大多取材清国史馆的既成传稿,

一般情况下,清国史馆的传稿相比《清史稿》的内容往往更为丰赡。 然

而,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国史馆所撰《傅山传》传稿,发现其内容不仅

更为简略,而且仅仅作为附传收录在《文苑·吴雯传》之后。 官方传记对

于傅山的定位是“文苑”还是“遗逸”,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后世的傅山接

受。 清国史馆臣更愿将傅山当作文人而非遗民来记忆,自然也就没有必

要在叙事中征用“傅山之叹”。 这样的处理引起光绪年间国史馆总纂陈

伯陶(1855—1930)的不满,他在国史馆传稿的签条上写道:“《傅山传》太

略,似宜采《先正事略》增辑。 《先正事略》所载傅山事甚详,然实从《鲒埼

亭集》中来,此传乃不见采录,似宜增辑也。 伯陶。”②陈氏的遗憾在清亡

以后由民国清史馆弥补了,清史馆编纂《傅山传》的史料来源直接回溯全

祖望《阳曲傅先生事略》,不仅大大扩充了传记的细节与规模,还将其人

移入“逸民传”(或“隐逸传”,后统一更名“遗逸传”)正传,再一次确认并

强化了傅山的遗民形象。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编纂的《傅山传》传稿,计有五种,分别为:

①文献编号 701007512,逸民传 (正); ②文献编号 701007513,逸民传

(副);③文献编号 701007592,医术列传;④文献编号 701007907,遗逸传

(又题“隐逸”);⑤文献编号 701007968-1,遗逸传。 其中③号传稿(以下

均以圈码编号指代)为医术列传,与本题关系不大。 ①②号是同一篇传

稿的正副档,内容与《事略》最为接近,应为初撰稿。 ④号传稿介于①②
号与⑤号之间,⑤号的文本形态更接近定稿,应是最后撰成。 从这些传稿

的文本形态看,《清史稿》补入“许衡”二字,不是疏误,而是刻意为之,且
其补入过程共经历三个阶段:初撰稿(①②号传稿)对于“傅山之叹”的征

用与《事略》并无不同,傅山所言没有“许衡”二字。 ④号传稿中“许衡”
二字第一次出现,以增补形式标识在旁(见图 1)。 到了⑤号传稿,“许

衡”已堂而皇之排列在连贯的正文之中。
在这些传稿中,唯④号传稿档册的封面题有“缪荃孙纂”字样,其余

皆未题责任人,基本可以确认缪荃孙就是将“许衡”补入“傅山之叹”的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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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关于清史馆未刊传稿的总体情况,详参庄吉发:《清史馆与清史稿———清史馆未刊

纪志表传的纂修及其史料价值》,《故宫学术季刊》2005 年第 2 期,第 161—199 页。
清国史《文苑传》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(文献编号:701004388)。



　 ①号传稿局部 　 　 　 　 ④号传稿局部　 　 　 　 ⑤号传稿局部　

　 　 图 1　 清史馆传稿补入“许衡”之过程　 　

一责任人。 缪荃孙 1915 年正月日记中称: “ 九日甲申 …… 撰 《 傅山

传》。”①1916 年(亦即洪宪元年)二月日记中称:“三日壬寅……撰傅青

主、翁覃溪传。”②上述两传应为①②号传稿与④号传稿。 随着“许衡”的

从无到有,民国清史馆修纂清史经历了三个阶段:“第一期全无条例,人
自为战,如一盘散沙。 后乃议整理,先从列传着手,是为第二期。 选人任

之,始分朝拟定传目归卷,柯凤孙、金篯孙、奭召南任国初,缪艺风、吴 斋

任顺、康, 斋未到,艺风未毕事而作古……既而时局益乱,经费不给,遂
全局停顿,久之馆长别向军阀筹款,稍有端倪,于是重加整顿以求结束,是
为第三时期。”③《傅山传》 史稿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,①②号传稿抄撮

《事略》而无改动,此阶段类目命名归属尚未落实,暂以传统类目“逸民”
称之。 ④号传稿应属稍作整理之稿,于式枚、缪荃孙等人原拟“隐逸传”,
此期改为“遗逸传”,档册封面右上与中央分别题有小字“隐逸”与大字

“遗逸传”,当是这一情形的反映。 至于⑤号传稿虽仍有不少修改痕迹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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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缪荃孙著,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 3 册,凤凰出版社,2014
年,第 367 页。
缪荃孙: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 3 册,第 431 页。
张尔田:《〈清史稿〉纂修之经过》,朱师辙:《清史述闻》卷十四,上海书店出版社,
2009 年,第 221 页。



却是文本形态最接近刊本的一种,大概率纂辑于重加整顿的第三期。 第

三期编纂任务被重新分配,“遗逸传”归由总纂王树枏(1851—1936)负责

修正①,⑤号传稿继承④号传稿补入“许衡”的处理,说明缪氏的增改得到

了清史馆后继者的默许与支持。
传稿改写的第一责任人缪荃孙,字炎之,号筱珊,晚号艺风,江苏江阴

人,光绪二年(1876)进士及第,历任清国史馆修纂、总纂,民国后出任清

史馆总纂。 缪氏可谓研究傅山的专家,不仅深度参与了傅山文集的整理

工作,还与罗振玉共同编纂了《傅青主先生年谱》②。 缪氏想必清楚《事

略》对于傅山家训的挪置,或许正因明乎此,才使得他能够心安理得补

“许衡”二字于传稿“傅山之叹”一段中。 值得一提的是,缪荃孙在清光绪

年间任职清国史馆总纂,主要负责国史《儒林传》《文苑传》《循吏传》《孝

友传》《隐逸传》的编订工作,民国清史馆成立后这些仍归缪荃孙修纂,其
后将《循吏传》转付他人,并在两年内完成余下四传,又新增《土司传》和

《明遗臣传》③。 据此推测,缪氏可能曾经手过清国史《文苑·傅山传》的

编订④,然而两番修史之间的心态迁变,显然影响了他的史传书写。 即使

缪荃孙没有关于许衡、刘因的直接论述,其以傅山之口一并否认许衡之进

退无恒与刘因之短暂出仕,也很难不让人联想为自我心迹的剖白。 《清

史稿》补入“许衡”,将其与“刘因” 连类而述,正如黄宗羲初编《元儒学

案》将许衡、刘因二人并设为“北方学案”,固可解释为“南学” 之于“北

学”由来已久的傲慢与偏见,即使到了清末民国之际,南学与北学的分

野、隔膜依旧是易代想象的一大题目,清史编纂亦未能超越南、北学立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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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朱师辙:《清史述闻》卷三,第 39 页。
“宣统三年辛亥,年六十八岁。 供职京师。 丁衡甫中丞宝铨嘱与罗叔蕴同编《傅青

主年谱》。”(缪荃孙:《艺风老人年谱》,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·杂著》,
凤凰出版社,2014 年,第 194 页)
陈东辉、程惠新:《缪荃孙致吴士鉴信札考释》,《文献》2017 年第 1 期,第 102—136
页。
从嘉庆十九年(1814)到光绪二十九年(1903),清国史《文苑传》一共经历了五次编

纂,缪荃孙主持编纂的是第四次稿本。 详参戚学民:《〈钦定国史文苑传〉钞本考》,
《文学遗产》2017 年第 6 期,第 178 页。



的影响①。 然而,具体到“傅山之叹”的增改,受到南学立场的影响究竟几

何,未可易言。 “许衡”的补入与缪荃孙等清史馆同人亲身经历易代鼎

革、怀抱强烈的遗民认同可能关系更大②。 缪荃孙编纂的《遗逸传》小序

袭用其所作《隐逸传序》③,同今本《清史稿·遗逸传小序》全然不同,其
文云:

古有三不朽,曰立德,曰立功,曰立言。 士君子厕身儒林,将以求

志为达道之原,修身为治国之本,岂愿沉冥蜀庄,草木同腐已哉。 若

乃遭时不造,履蹈焦原,九死一生,艰贞蒙难,而天命有在,终不能借

手以有为,不得已弃捐所尚,投老岩穴。 至大至刚之气,充塞两间,足
使顽者廉、懦者立,百世之下,闻风兴起,其有益于天壤、为功于名教,
岂后于救民水火、铭勋茅土者乎? 范蔚宗创《逸民传》,史家因之。
清初遗逸,若黄宗羲、顾炎武、李颙见《儒林传》,朱用纯见《孝友传》。
今录钱澄之等十余人著于篇,皆大节凛然,无惭前史者。 若夫遭逢圣

世,高蹈邱园,匿迹销声,不为世用,虽较胜溺情利禄之徒,不啻倍蓰,
然独善其身,曾何益于天下也。 故类此者皆不录。④

缪氏围绕“类此者皆不录”展开的论述,持论峻切,一方面针对清史馆初

编《逸民传》传稿收人过滥的问题⑤发抒,于所编《遗逸传》严控阑入标准

(收录人物甚至远少于最后的定稿),另一方面严格辨析遗民身份,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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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⑤

吴士鉴(1868—1934)和缪荃孙曾就《儒林传》的选人问题有过讨论,作为南方学者

的吴士鉴认为“北学”仅有雷学淇(顺天通州人)、苗夔(直隶肃宁人)和王萱龄(顺

天昌平人)三人勉强可以入传,“尚觉寥寥”,故提议将崔述“增附于雷传之下,以餍

北人之望,而免他日北人攻南之弊。 此中消息极微眇,侄非助北学,乃所以护南学

耳”(钱伯城、郭群一整理,顾廷龙校阅: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8
年,第 565—566 页)。
关于清遗民修清史的政治认同,详参陈志宏:《民国乃敌国也: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

遗民》,中华书局,2013 年,第 122—130 页;程太红、何晓明:《遗民与〈清史稿〉的修

撰》,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6 年第 6 期,第 104—113 页。
缪荃孙: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 1 册,第 5—6 页。
清国史《遗逸传》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(文献编号:701007907)。
清史馆初编《逸民传》正传收人近百,附传倍之,几乎将清初逸世不仕者网罗殆尽,
甚至不知是否存在、没有确切姓名的“一壶先生”也收载其中。 详见清国史《逸民

传》卷一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(文献编号:701007512、701007513);清国史《逸民传》
卷二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(文献编号:701007514)。



“借手以有为”“为世用” “益于天下”诸语,或许也是在说他自己不欲做

徒然无为的隐者,俨然傅山家训用世话语的回归。 不同的是,作为清遗民

的缪荃孙,其处境与前代遗民有所不同,在立场上不宜再以夷夏叙事作为

辨析轴心,其身份危机主要来自“国族” “民主” “共和”等新兴观念的冲

击,当务之急便是将“不事二姓” “不忘故君”等传统观念极化,暂时搁置

下那些由传统内生的微细而个人的观念歧异。
民国三年(1914)清史馆开馆之初,讨论修史体例,主要存在两派意

见:一是以于式枚(1853—1915)、缪荃孙为代表的“偏于旧史体裁”者,二
人联合秦树声、吴士鉴、杨钟羲、陶葆廉署名《谨拟开馆办法九条》,“其稿

大半为于氏及缪荃孙手笔为多”;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“偏重创新史体

裁”者,撰有《清史商例》第一、二书。 关于新、旧史例的争议隐含着新、旧
观念的冲突,最终旧史一派占据上风,“馆中所采以于氏九条为主”①。 缪

荃孙与于式枚在当年密集来往讨论清史体例②,二人在清光绪年间皆曾

任职于国史馆,也是民国清史馆内坚定的意见同盟。 因而,从于式枚关于

清史编纂的论述也可推知缪荃孙的意见。 论争期间旧史一派推出于式枚

为代表,撰文《修史商例按语》专门批驳梁启超。 针对梁氏渗入新兴的国

族主义观念,单列“明遗民传”收入“遗民如王夫之、顾炎武、黄宗羲等”的

意见,于式枚认为“王、顾、黄三人仍应入‘儒林传’,不必强分,此三人与

郑(成功)、李(定国)同为唐、鲁、桂王之臣,皆非民也”。 他借助“遗臣”
与“遗民”的概念区分,严格标举以“不仕” (无论易代前后)为轴心辨析

遗民身份的同时,又指出“国史‘儒林传’前列大抵遗民”,肯定这些人物

“但能不官不禄,即是不忘故国”。 在他看来,如果想要在史传扩充遗民

概念,侵入种族之见,翻复一朝之史,“自可别为编撰,重订明书,将此文

学诸巨公全数收归,有何不可? 若阑入本史馆内,则断代为书自有体例,
不容假借矣”。 最后于氏不忘以全祖望为例称:“灵寿傅氏(维鳞)私撰

《明书》(一百七十一卷),最为琐陋,全谢山独称其‘元臣传’之善,谢山

固浙东殉国旧家,故有感触耳。 善乎汤文正(斌)之言:‘修史与专家著述

不同,专家著述可据一人之私,修史必合一代之公评,未可用意见也。’”③

傅维鳞《明书》多新创类目,其中《元臣传》专为明初的元朝遗臣而设,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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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朱师辙:《清史述闻》卷一,第 2—3 页。
详见缪荃孙: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 3 册,第 333—335 页。
于式枚:《修史商例按语》,朱师辙:《清史述闻》卷七,第 105—106 页。



祖望建议明史馆采纳此例:“傅氏之书谫劣,不为著述家所称,其补元臣

亦未备,要其所见则佳耳。”①于式枚颇自诩其拟定史例有合于公评,然实

质不过仍以有限个体为大群代言,何尝不具私心、不用意见。 身为遗民

(遗臣)在“仕”与“不仕”之间抉择,面对新朝(甚至是全新的国家形式)
在“有为”与“无为”之间徘徊,清史馆同人处理这样的紧张关系,比之全

祖望更有切肤的紧迫感。 参照缪荃孙、于式枚等遗民(遗臣)出应民国清

史馆之任,反观他们所设计的傅山与许衡、刘因的割席,或许正是这些

“最后的遗民(遗臣)”,在“不仕”与“用世”双重视域下寻求内心平衡的

自讼。
于式枚以清初名臣汤斌之言作结,还揭示了文献类型与诠释向度的

连锁关系:作为“专家著述”的传记文更易视作来自个人的表达和出于私

心的见解;同样的文字转换为史传文献,由后者的超越性立场决定,更期

待意义诠释的普适性、一致性与稳定性。 是故传统正史编纂多致力于消

除或掩盖个人化的叙事痕迹与意义诠释的不确定性,而这些常常优先于

还原历史真实的追求。 从《清史稿》 “傅山之叹” 的叙事效果来看,“许

衡”的补入基本锚定了“傅山之叹”的诠释向度。 读者不再需要预先揣摩

傅山或编纂者眼中的刘因究竟是“忘世者”还是“用世者”,而其所谓“用

世”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展开。 比之刘因的模棱两可,许衡的屡进屡退更

易于使读者将解读焦点放在傅山关于“不仕”的宣告上。 尽管《清史稿》
关于“傅山之叹”的措置彻底扭转了傅山家训的原意,但若以一种不加辨

别的遗民视角看待傅山,反倒使他在新朝官僚面前“不当仕”的公开宣

誓,显得更加合理。 在此语境下,“使后世或妄以许衡、刘因辈贤我”一句

应然地成为傅山没有说过,却可能会说的话。

四、结语

傅山家训面向子侄的私下训诫“或有遗编残句,后之人诬以刘因辈

贤我,我目几时瞑也”一句,接续元代中期以降关乎元初北方大儒刘因在

学问(“于经无所著述”“仅以诗文自见”)与践履(“务独善者”“无志用世

者”)两个方面的争议,意在揭明自家严防夷夏的文化认同与用世态度,
原本没有指向“仕”或“不仕”的表达诉求。 此则言论材料经过全祖望《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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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全祖望: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卷四二《移明史馆帖子六》,《全祖望集汇校集注》,第 1653
页。



曲傅先生事略》的裁截,被改编在傅山被迫进京应举鸿博的故事当中,面
向新朝官僚公开宣称“使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,且死不瞑目矣”,这番

几近误读式的挪置,不仅改变了傅山家训的言说对象与立场,还将其诠释

指向从文化伦理的语境转移到政治实践的维度。 缪荃孙等人在民国清史

馆编纂史稿的过程中,在传记文的基础上刻意补入“许衡”二字,增改为

“使后世或妄以许衡、刘因辈贤我,且死不瞑目矣”,将传记文尚处摇摆的

政治实践意味极化,“不仕”于是成为解读“傅山之叹”的确定性答案。
诚如赵园所说:“明清之际的论者,评价元儒、元代士人,无不可见其

本人心迹,其对于‘夷夏’—‘君臣’的伦理衡度,其处易代之世的姿态设

计,其所理解的儒者道德与儒者使命,等等。”①不同境遇的清代士人能够

借许衡、刘因发衷心曲,从侧面印证了元初北方儒士的“用世之难”,他们

矛盾的心态际遇与摇摆的身份困境,赋予易代士人形象以多维度的诠释

张力。 在层层嵌套的历史书写罅隙间挣扎的人,何止于明清之际,又何必

身处易代,那些指涉自我的形象塑造、构建政治认同的社会价值、汇集旧

制度的意识形态支援等等行为背后,始终不变的是主体如何与时代共生

的读解焦虑与表达诉求。 追溯“傅山之叹”这样一则言论材料在诸种性

质文献间的“旅行”历程,有助于理解在“易代之际”等历史变局笼罩下,
“文献”②层面应对诠释焦虑的策略与路径,楬橥典籍文本生成过程所隐

含的主体心性及情感趋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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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园:《论许衡、刘因》,《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》,第 279 页。
此处与本文题目中的“文献”一词,采用类似《论语·八佾》篇之用法,回溯原初“文

献”概念运用包容典籍与贤才、言说材料与书面材料等复合意旨,以此观照“文”
(文本———实践对象)与“献” (人物———实践主体)之间的互动关系。 详细疏解可

参张伯伟:《文献学与 Philologie:旧领域的新认识及其可能的新未来》,《文献》2023
年第 6 期,第 35—49 页。




